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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自提出后，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也在建设生态文明和

创新驱动改革方面做出了重大尝试和突破，长江经济带已成为我国落实制造强国、实现工业绿色发展的关键流域，但仍然

存在“化工围江”等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间不够协调的问题。如何实现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与生态环境的协同

发展是当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基于耦合协调度的模型框架，分别构建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优化

水平指标体系，并对两者的协调度进行测算，最终指出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优化的发展趋势，提出相关的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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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纵观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历程，开发和利用长江是主基调，工业化进程是主旋律，而生态环境质量恶化成

为了“发展的代价”。要弥补这一“发展的代价”，首要任务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对于长江经济带而言，重中

之重是改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当前，长江经济带已经在探索“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的发展道路，但产

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冲突的现状仍然存在，沿江产业项目密布，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全国30%的石化

产业、40%的水泥产业都布局在长江沿线，部分沿江地区城镇建设规划不合理，挤占了长江流域生态空间，导

致“化工围江”“污水入江”“湿地萎缩”等问题出现。因此，如何实现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的

协同发展是当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现有文献对工业绿色发展研究主要侧重于工业绿色发展的内涵和影响机制。Eiadat（2008）研究表明工

业企业的绿色发展水平受环境规制、环境创新战略等因素的影响[1]，且工业绿色与工业污染存在双向影响关

系[2]。苏利阳等（2013）认为工业绿色发展就是在促成工业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同时，生产出的产品及服务

可以与人们逐渐增长的需求相匹配，并从工业绿色产品、工业绿色生产和绿色产业三个角度构建工业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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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概念体系，指出通过生产绿色低碳产品、完善绿化工业生产过程和发展绿色新兴产业能使工业发展

和资源环境相协调[3]。黄群慧（2014）认为工业绿色发展应从工业经济增长、创新能力、结构优化、信息化水

平、资源节约等方面体现[4]。

而对工业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

标，以环境规制和产业政策促进工业绿色发展。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可以促进及倒逼工业绿色发展，而随

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分布的影响也将越发明显[5~6]，且污染产业受相邻地区环境规

制的影响要大于当地环境规制[7]，制度改善有利于促进生态环境的不断优化[8]。环境规制对工业产业规模和

工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经济结构中工业所占比重与环境规制强度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9]。

还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在促进工业绿色发展时，会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非线性规律，并且环境

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与空间异质性[10]。在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的总体趋势下，应

通过实施环境一体化产业政策来提升环境规制强度，用规制手段倒逼污染排放强度降低、生产工艺清洁化，

从而促进传统产业升级[11]。

二是工业绿色发展对生态环境优化的影响。一般认为工业绿色发展与环境保护互为因果，二者存在正

相关的内在逻辑关系[12]。有研究表明工业绿色发展具有明显的节能减排效应[13]，经济结构调整对缓解环境

污染起着积极作用[14]，并且工业绿色发展是促进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的重要方式[8]。从长期来看，工业绿色发

展和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手段[15]。还有研究认为工业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优化呈现

出协调演进的进程，周成等（2016）、邹伟进等（2016）发现产业结构不断朝着高级化、合理化方向发展，工业

绿色发展程度不断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也呈现出同步协调发展的历程[16~17]。

就研究方法而言，衡量两变量协调关系较为成熟的评价测度方法有灰色关联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

如彭继增等（2015）基于灰色关联理论测算了江西省三次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关系，得出江西省经济

发展步入正常的结构演化轨迹[18]；周成等（2016）采用加权TOPSIS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11
个省份进行了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特定产业协调关系时空分析[16]。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优化的耦合协调关系的关注相对较少。因

此，本文主要以工业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优化协调发展的测度为基础，探讨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工业绿

色发展生态环境质量优化的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为各省份实现工业绿色发展与生态环

境质量协调发展提供针对性建议。

二、指标体系构建及计算方法

（一）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指数

工业绿色发展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综合概念，涉及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方面，因而本文在构建工业

绿色发展评估指标体系进行核算时，遵循科学性、完备性和可操作性原则，系统梳理各相关因素的影响机

理，形成最终评价指标体系。

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和《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内容，主要从资源利用效率、环境保护治

理、经济增长质量以及创新发展水平四个维度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指数进行测度分析，构建的评价

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上述指标体系的构建充分考虑了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基本要求。一是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是长

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主要手段和目的，选取的四个指标既能反映工业发展对资源的耗损程度，又能反

映资源在工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二是加强环境保护治理是实现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基本方法

和保障措施，选取的四个指标既能直接反映工业污染治理投入，也能间接反映工业污染治理效果。三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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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质量是长江经济带工业发展的物质基础，选取的四个指标既能反映专业结构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态

势，更能反映工业实际增长效益。四是创新发展水平是实现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核心动力，选取的

四个指标既能反映科技创新的投入、存量，也能反映科技创新的潜在能力。

表1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总指数

工业绿色发展指数（X）

维度指数

资源利用效率X1

环境保护治理X2

经济增长质量X3

创新发展水平X4

具体指标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X11
单位工业增加值水耗X12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X13
六大高耗能行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X14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增加值比重X21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X22
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硫排放量X23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X24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X31
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X32
清洁能源消费比重X33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X34
规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X41
万人专利申请授权数X42
省级及以上部门研究与开发机构数量X43
R&D人员全时当量X44

指标属性

逆向

逆向

正向

逆向

正向

正向

逆向

逆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指标单位

吨标煤/万元

吨/万元

%
%
%
%

千克/万元

吨/万元

%
%
%
%
%

件/万人

个

%

（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优化指数

为科学构建生态环境优化指数的指标体系，本文应用在生态环境评价方面运用最广泛的PSR模型进行

构建。在本文中，压力指数主要用于衡量工业活动对生态环境增加的负担；状态指数主要用于表征生态环

境禀赋；响应指数主要用来描述生态环境破坏后的应对措施，其值越大说明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政策响应越

积极，与生态环境优化呈正向相关关系。分别从压力、状态和响应三个方面共选取9个指标，如表2所示。

表2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优化指数指标体系

总指数

生态环境优化指数（Y）

维度指数

压力（P）

状态（S）

响应（R）

具体指标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P1
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P2
人均工业废弃物产生量P3
人口密度S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S2
优良天数比例S3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R1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比率R2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R3

指标属性

逆向

逆向

逆向

逆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指标单位

吨/人
吨/万元

吨/人
人/km2

%
%
%
%
%

（三）指标赋权及数据来源

本文在进行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指数测度的过程中，由于指标较多且各省份工业发展存在一定的

差异，为避免人为赋权导致测度结果出现偏误，因此工业绿色发展指数各指标赋权方式采用的是熵值法赋

权，赋权过程如下。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E''
mn = Smn -min( )Smn ORmax( )Smn - Smn

max( )Smn -min (S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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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mn 表示第 m 个区域第 n 个指标的观测值（m = 1,2,⋯, i ; n = 1,2,⋯, j）。正向指标分子为观测值

减去最小值，逆向指标分子为最大值减去观测值。

然后，对标准化后的数据向右平移1个单位，并计算工业绿色发展指数的熵值 en 和变异系数 gn ，其过程

如下：

E'
mn = 1 +E''

mn，Emn = E'
mn

∑
m = 1

i

E'
mn

en = - 1ln i∑m = 1

i

EmnlnEmn ，gn = 1 - en
接下来计算出第 n个工业绿色发展指标在综合评价中的权重：

Wn = gn

∑
n = 1

j

gn

最后，计算出综合评价指数。

进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优化指数测度时，该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数量较少且各指标间重要性几无差

异，因此生态环境优化指数赋权采用平均权重赋权法，即各指标权重均为1/9。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7）、各省（市）统计年鉴（2008—2017）以及各大公

开经济数据库等。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工业绿色发展指数分析

根据前文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以及计算方法，计算出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指数。根据长江经济带

的地域划分，长江经济带上游省份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和云南省，中游省份包括湖北省、湖南省和江

西省，下游省份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各省份及分上中下游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指数（2007—2016年）

省份

年份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下游省份平均

江西省

湖北省

湖南省

中游省份平均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上游省份平均

总体平均

2007
0.7138
0.6405
0.5514
0.3333
0.5598
0.3854
0.4510
0.4333
0.4232
0.3860
0.5500
0.3432
0.5259
0.4513
0.4831

2008
0.6745
0.6982
0.5610
0.3594
0.5733
0.4215
0.4617
0.4625
0.4486
0.3759
0.5520
0.3886
0.4974
0.4535
0.4957

2009
0.7024
0.6554
0.5515
0.3132
0.5556
0.3925
0.4577
0.4477
0.4326
0.3711
0.5440
0.3210
0.4457
0.4205
0.4729

2010
0.7206
0.6397
0.5286
0.3237
0.5532
0.3931
0.4213
0.4731
0.4292
0.4099
0.5375
0.3660
0.4900
0.4509
0.4821

2011
0.6318
0.7480
0.6110
0.4023
0.5983
0.4408
0.4176
0.5065
0.4550
0.4503
0.6045
0.3354
0.3766
0.4417
0.5023

2012
0.6473
0.7333
0.6342
0.4120
0.6067
0.4292
0.4340
0.5190
0.4607
0.4886
0.5890
0.3280
0.3733
0.4447
0.5080

2013
0.6161
0.7012
0.6285
0.4266
0.5931
0.4425
0.4205
0.4869
0.4500
0.4923
0.5942
0.3292
0.3349
0.4377
0.4975

2014
0.6884
0.6727
0.6416
0.3854
0.5970
0.3980
0.4050
0.4804
0.4278
0.4692
0.5659
0.2823
0.2984
0.4040
0.4807

2015
0.6567
0.6907
0.6401
0.3968
0.5961
0.3937
0.3923
0.5182
0.4347
0.4839
0.5575
0.2664
0.2850
0.3982
0.4801

2016
0.6942
0.6847
0.6531
0.4417
0.6184
0.3907
0.4343
0.4826
0.4359
0.5165
0.5852
0.2495
0.2318
0.3958
0.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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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中平均指数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 11个省份整体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呈现出先上升后降低的趋

势。其中，上海、浙江、安徽、湖南、重庆、四川等省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云南、贵州等省份表现出

一定的下降趋势；江苏、江西、湖北等省份上升的速率相对较慢。为便于观察，本文截取 2007年、2010年、

2013年、2016年（间隔两年）各省份工业绿色发展指数分别在地图上刻画，结果如图1a~图1d所示。

图1a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总体情况（2007年） 图1b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总体情况（2010年）

图1c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总体情况（2013年） 图1d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总体情况（2016年）
由图1a~图1d可以看出，在按四分位数统计分类的方法下，2007年位于工业绿色发展指数第一梯队的

省份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等；2010年则变为上海、江苏和四川；2013和 2016年再次演变为上海、江苏、浙

江。不难发现，上海、江苏、浙江长期处于工业绿色发展第一梯队，重庆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逐渐站稳第二

梯队，而云南、贵州则长期处于第四梯队。

不同区域分维度来看，2016年上中下游四个维度得分较2007年均有所改善，如图2a、图2b所示。长江

经济带上游省份在资源利用效率方面贡献率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但进步的幅度较小；环境保护治理的贡

献率有降低的趋势，但仍然是工业绿色发展指数的首要影响因素；经济增长质量贡献率变化不够显著，表明

经济发展仍然不够绿色；创新发展水平的贡献率逐渐上升，说明工业技术创新取得了一定的进步。长江经济

带中游省份在资源利用效率方面贡献率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效率提升的速率较慢，整体进步的幅度较小；

环境保护治理的贡献率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并且在工业绿色发展指数上总体贡献最高，表明在环境保

护治理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功；经济增长质量贡献率有上升趋势，但幅度较小，说明经济发展虽仍然不够绿

色，但已出现成效；创新发展水平的贡献率有所下降，技术进步率低于上游和下游，对工业绿色发展的支撑

不够。长江经济带下游省份在资源利用效率方面贡献率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但绝对值高于长江经济带中上

游，表明资源利用效率较高，但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较小；环境保护治理的贡献率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且

已稳定成为首要影响因素，表明在环境保护治理方面的优势相对其他维度更为突出；经济增长质量贡献率

变化趋势不够显著，但仍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说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仍有不足；创新发展水平的贡献

率有所下降，但整体贡献率仍超过20%，技术进步率高于中上游，对工业绿色发展起到了相应的支撑作用。

对比上中下游可以看出：在资源利用效率方面，上中下游差距在明显缩小，结合具体观测值发现，长江

经济带上中下游资源利用效率已经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改善空间相对有限；在环境保护治理方面，中下游省

份环境保护治理方面得分和整体贡献在稳步提升，而上游省份贡献度一定程度上出现下降，表明上游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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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基础较好，进步空间有限；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下游省份进步程度明显提升，上游省份进步程度

其次，中游省份进步缓慢且贡献度较低，表明中游省份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稍显不足，从具体指标来看，主

要表现为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仍需进一步提升；在创新发展水平方面，上、下游省份整体贡献度均有所提升，

而中游省份则表现不佳，贡献度反而有所下降。

图2a 2007年上中下游分维度测度结果 图2b 2016年上中下游分维度测度结果

（二）生态环境优化指数分析

根据前文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以及计算方法，可以计算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状态的指数。长江上中下

游各省份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其整体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表4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状态指数（2007—2016年）

省份

年份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下游地区平均

江西省

湖北省

湖南省

中游地区平均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上游地区平均

总体平均

2007

0.7529
0.8186
0.7196
0.6431
0.7336
0.4829
0.6072
0.5143
0.5348
0.6414
0.5685
0.3553
0.5065
0.5179
0.6009

2008

0.7110
0.8366
0.7404
0.6281
0.7290
0.5276
0.5841
0.5512
0.5543
0.7088
0.6190
0.3533
0.5187
0.5500
0.6163

2009

0.7102
0.7763
0.7467
0.6593
0.7231
0.5303
0.5990
0.5731
0.5675
0.7416
0.6077
0.3644
0.5457
0.5649
0.6231

2010

0.6813
0.7805
0.7456
0.6327
0.7100
0.5248
0.6048
0.6327
0.5874
0.7867
0.6042
0.3956
0.5472
0.5834
0.6306

2011

0.4508
0.7725
0.7482
0.7187
0.6726
0.5329
0.5669
0.6547
0.5848
0.7836
0.6005
0.3675
0.4419
0.5484
0.6035

2012

0.5222
0.7686
0.7679
0.7088
0.6919
0.5489
0.5591
0.6179
0.5753
0.8223
0.5591
0.4182
0.4475
0.5618
0.6128

2013

0.4832
0.7819
0.7736
0.7519
0.6977
0.5458
0.5013
0.5772
0.5414
0.8029
0.5369
0.3453
0.4778
0.5407
0.5980

2014

0.5916
0.7777
0.7764
0.7775
0.7308
0.5040
0.5153
0.6201
0.5465
0.7758
0.4914
0.3977
0.4683
0.5333
0.6087

2015

0.5819
0.8205
0.7539
0.7876
0.7360
0.5140
0.4826
0.6417
0.5461
0.7607
0.5847
0.4281
0.3836
0.5393
0.6127

2016

0.5720
0.8230
0.7707
0.8196
0.7463
0.5019
0.5422
0.6348
0.5596
0.7617
0.5511
0.4348
0.3544
0.5255
0.6151

由表4可知，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整体生态环境状态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结合图3可得，江苏

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贵州省生态环境质量有着较为明显的改善趋势，上海

市、云南省反而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态势，四川省变化趋势则不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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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状态变化趋势（2007—2016年）
分地区分维度来看，如图4a、4b所示，2016年中游省份的压力指数相比2007年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表明

中游省份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优化的负荷仍处于增加状态，而上游省份和下游省份则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下降，说明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负荷逐渐减少。从状态指数来看，上游省份状态指数呈现

出增长的趋势，而中游省份和下游省份则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表明上游省份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环境优化

方面取得的效果更为明显。从响应指数来看，中下游省份响应指数进步幅度明显增大，而上游省份虽然环

境质量状态较好，但在环境保护工作力度上仍有进步空间。

图4a 2007年上中下游分维度测度结果 图4b 2016年上中下游分维度测度结果

（三）耦合协调结果分析

1. 耦合协调度测算模型构建

现有研究多以耦合协调度来测算系统多因素之间的协调状况程度，借鉴相关文献[19]，计算长江经济带工

业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优化的协调度C计算公式为：

C =
|

|

|

|
|
||
|

|

|

|

|
|
||
| XY

æ
è

ö
ø

X + Y2
2

其中，X、Y分别代表工业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优化系统综合指数。协调度C反映了工业绿色发展与生

态环境优化在一定条件下二者水平进行组合协调的数量程度，当C的值接近于1的时候，意味着工业绿色发

展与生态环境优化发展水平越协调。进一步地，为更好反映二者发展水平的整体耦合协同效应，引入耦合

协调度指标D，其计算公式为：

D = C∗T ，T =α·X + β·Y
其中，D为二者的耦合协调度，T为协调数量程度的综合评价指数。α、β为待定权数，具体取值一般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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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系统打分确定，本文按照两者的重要程度取α=β=0.5。根据耦合协调度D的计算过程，可知 D∈（0,1），为
进一步对耦合协调度进行细分刻画，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7个类型，如表5所示。

表5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情况

耦合协调度

类型

0~0.2
严重失调

0.2~0.4
中度失调

0.4~0.5
轻度失调

0.5~0.6
勉强协调

0.6~0.7
轻度协调

0.7~0.9
良好协调

0.9~1.0
优质协调

2. 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分析

根据前文构建的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 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 11省份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

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11省份的平均耦合协调度处于良好协调的状态，并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最终

缓慢上升的趋势。为进一步甄别两系统在耦合协调过程中的具体问题，选取特定年份展示评价结果，如表

6所示。

表6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度（2007—2016年）

省份

年份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江西省

湖北省

湖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2007
X

0.7138

0.6405

0.5514

0.3333

0.3854

0.4510

0.4333

0.3860

0.5500

0.3432

0.5259

Y

0.7529

0.8186

0.7196

0.6431

0.4829

0.6072

0.5143

0.6414

0.5685

0.3553

0.5065

D

0.8561

0.8477

0.7902

0.6626

0.6547

0.7194

0.6858

0.6942

0.7477

0.5909

0.7184

X与Y关系

X＜Y

X＜Y

X＜Y

X＜Y

X＜Y

X＜Y

X＜Y

X＜Y

X＜Y

X＜Y

X＞Y

基本类型

良好协调工业

绿色发展滞后

良好协调工业

绿色发展滞后

良好协调工业

绿色发展滞后

轻度协调工业

绿色发展滞后

轻度协调工业

绿色发展滞后

良好协调工业

绿色发展滞后

轻度协调工业

绿色发展滞后

轻度协调工业

绿色发展滞后

良好协调工业

绿色发展滞后

勉强协调工业

绿色发展滞后

良好协调生态

环境优化滞后

2016
X

0.6942

0.6847

0.6531

0.4417

0.3907

0.4343

0.4826

0.5165

0.5852

0.2495

0.2318

Y

0.5720

0.8230

0.7707

0.8196

0.5019

0.5422

0.6348

0.7617

0.5511

0.4348

0.3544

D

0.7919

0.8646

0.8409

0.7577

0.6629

0.6944

0.7405

0.7846

0.7534

0.5631

0.5294

X与Y关系

X＞Y

X＜Y

X＜Y

X＜Y

X＜Y

X＜Y

X＜Y

X＜Y

X＞Y

X＜Y

X＜Y

基本类型

良好协调生态

环境优化滞后

良好协调工业

绿色发展滞后

良好协调工业

绿色发展滞后

良好协调工业

绿色发展滞后

轻度协调工业

绿色发展滞后

轻度协调工业

绿色发展滞后

良好协调工业

绿色发展滞后

良好协调工业

绿色发展滞后

良好协调生态

环境优化滞后

勉强协调工业

绿色发展滞后

勉强协调工业

绿色发展滞后

结合图5不难看出，2007—2016年，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十年间耦合协调度均处于良好协调等级，且

耦合协调度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其中上海市由良好协调工业绿色发展滞后变为良好协调生态环

境优化滞后，而江苏省和浙江省均为良好协调工业绿色发展滞后型。这表明上海市在该时期内生态环境优

化方面取得的成效相对江苏、浙江更为缓慢。安徽省耦合协调度等级由轻度协调提升至良好协调，但其工

业绿色发展始终相对滞后。江西省十年间均为轻度协调工业发展滞后型，且两系统指数均处于较低水平。

冯 银，付 宏，陶珍生，汪金伟：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优化协调发展研究

85



2020年9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18卷 第5期

湖北省则由良好协调转为轻度协调，其表现形式为工业绿色发展始终相对滞后，但耦合协调度呈现出先下

降后上升趋势，仍有潜力重新回到良好协调等级序列。湖南省、重庆市则由轻度协调进步为良好协调，并且

二者类型均表现为工业绿色发展滞后型。四川省十年间均为良好协调等级，但其类型发生过数次变化，表

明两系统得分较为接近，整体协调度较好。贵州省由勉强协调提升为轻度协调但最终转为勉强协调，且其

类型经历了由工业绿色发展滞后型转为生态环境优化滞后型最终转变为工业绿色发展滞后型，两系统指数

均处于较低水平。云南省由良好协调降为轻度协调最后又降为勉强协调，其类型由一开始的生态环境优化

滞后型转变为工业绿色发展滞后型，且两系统指数均出现下降趋势。

综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度大体

表现为良好协调工业绿色发展滞后型；二是仅有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四川省十年间均为良好协调等

级，但其类型各有差异；三是安徽省、湖南省和重庆市实现了由轻度协调上升为良好协调，且其类型均为工

业绿色发展滞后型；四是湖北省和云南省在耦合协调度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且大部分年间表现为工

业绿色发展滞后型；五是江西省和贵州省在耦合协调度等级方面变动较小，十年间基本分别维持轻度协调

和勉强协调等级，且滞后类型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

图5a 上海市协调度变化情况 图5b 江苏省协调度变化情况 图5c 浙江省协调度变化情况

图5d 安徽省协调度变化情况 图5e 江西省协调度变化情况 图5f 湖北省协调度变化情况

图5g 湖南省协调度变化情况 图5h 重庆市协调度变化情况 图5i 四川省协调度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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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j 贵州省协调度变化情况 图5k 云南省协调度变化情况

四、政策启示

在分析长江经济带11省份工业绿色发展指数和生态环境优化指数的基础上，本文对二者的耦合协调度

进行了测算，由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其一，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应因地制宜着力加强工业绿色发展的建设，尤其是要持续推进降低资源能源

的使用强度，加强技术创新在工业生产中的成果转化，加强工业污染的治理投资力度和治理效果，切实加快

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得工业产业链附加值整体提升，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

其二，生态环境优化方面，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应以保持良好现状为主，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的原则和精神，着力降低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污染达标排放标准，切实

改善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其三，长江经济带下游省份整体协调度处于领先水平，应侧重加强工业绿色发展的成效，同时保持对生

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长江经济带中游省份协调度处于中游水平，要同步提升工业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

护两个方面；长江经济带上游省份重庆和四川处于高水平协调，但尤其应加强工业绿色发展成效，而贵州和

云南则应同步提升工业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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